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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是古印度文明的載體。當公元前後佛教從西域東傳中國的時候，古老的華夏文明第

一次受到外域異質文明的挑戰。而南亞的古印文明與東亞的華夏文明，當時都已獨自發展數

千年，同是輝耀古代世界的兩大文明系。這兩個最先進的人類文明系在東亞遇合，由此開始

它們長近千載的交融歷程。華夏社會對佛教為媒介的古印文化因素，主動地進行鑒別，揚棄，

攝取和改鑄，極大地補充、豐富了中華傳統文化，使佛文化最後演化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

部分；中國對古印文明的積極攝受，也充分展示出中華文明長於消化吸納外來文化的特性。 

  華梵文明的磨合交融是相當艱難的。因為佛教和它帶來的「五明」是在南亞的土壤中生

長出來的智慧之花，而南亞的古代印度社會和東亞的古代中國社會，彼此千差萬別，大不相

同。一是國情不同：佛教東傳時的印度還是若干邦國各自為政，沒有形成統一國家；而中國

在佛教傳入前二百年的秦朝，已經成為統一的國家。二是社會制度不同：印度是種姓制社會，

婆羅門（教職階層）是最優越尊貴的種姓，其次是剎帝利（國王、貴族、武士）、吠舍（工商

業者），最卑賤的種姓是首陀羅（農業、手工業奴隸），被稱做「不可接觸之人」；中國是地主

制農業社會，地主和農民是兩個主要階層。三是道德觀念不同：印度通行種姓制的道德；中

國通行宗法制的道德。四是分別由梵文和漢文表述的語言文化傳統不同。佛教帶來的印度文

化要在「陌生的」中國立足，就要接受這個古老文明社會，對它全面的審視、鑒別和改造，

捨此別無它途。 

  華梵文明相攝相融又是可能的。因為印度民族和中華民族當時都處於人類文明發展之

巔，他們的文化智慧處於同一水平。如宇宙觀。古印度人認為宇宙萬物由「四大」即地、水、

火、風四種物質組成；宇宙萬物時刻在運動、變化，佛學稱之為「無常」：「無常」的世界是

「成、住、壞、空」的過程，「無常」的萬物是「生、住、異、滅」的過程，「無常」的人生

是「生、老、病、死」的過程；縱向看宇宙，有過去、現在、未來，佛學稱為「三時」；橫面

看宇宙，萬事萬物彼此依存，互為因果，好像一個圓環，無頭無尾。中國人則有類似的「五

行」觀念，認為萬物由金、木、水、火、土構成；荀子說：「天行有常，不為堯存，不為桀亡。」

也認為自然界萬事萬物有其內在的發展規律，不受人的意志支配。又如平等觀念。佛學把有

情識的生命體分為兩個層級──「凡」與「聖」：佛、菩薩等是「聖」，在上層；人類、畜生、

餓鬼等是「凡」，在下層。這種觀念把「人類」裡的貴族和賤民同視作「凡」，否定社會等級

的永恒性，包含寶貴的「眾生平等」思想。而中國的孟子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提出「民貴君輕」思想，同樣是對「君貴民賤」傳統觀念的否定。兩大民族如此相似的哲學

智慧，自然成為華梵文明互攝互融的基礎。除此之外，古印度和古中國的社會各階層，無論

尊卑貴賤貧富，都有「執著」與「無明」帶來的種種痛苦和災難，他們對佛教因而都具有相

似的心理訴求和人生期待。這種相同的人生處境，也成為佛教在中國傳播的社會基礎。 

  由漢至唐的八九百年間，華梵文化的交融始終在華夏大地進行，新的文化因素也在不停

地生長。 

  新的建築樣式產生了。「自洛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為四方式。凡宮塔制度，猶依



天竺舊狀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魏書‧釋老志》）中國早期佛寺模仿天竺，

主體建築的型制是「四方宮塔」式。新疆發現的古寺遺址都是宮塔式。宮塔式出自天竺建築

傳統的磚石結構。它在漢地同中夏建築傳統的木石結構相遇，便向中夏建築傳統趨近，導致

佛寺主體建築型制、結構與功能的一再衍變。先是石構的宮塔變為木構的樓塔；塔外「層龕

千佛」變為塔內供養佛像；繞塔瞻禮行事變為樓內誦經行事。木石傳統對磚石傳統的進一步

揚棄，導致廊院式佛寺出現。廊院寺可以是一個院落，也可以是多院組群；殿塔、樓閣、亭

台、池沼等，可以任意組合；塔在寺中的位置或前或後，或竟歸於消失。南北朝以後，廊院

式佛寺盛行中夏。以佛塔為中心的一元主體時代，演變為佛殿為中心的組群式多元主體時代。

中夏木石（磚）傳統使得佛寺的型制巧變百出、異彩紛呈，營造中國伽藍的民族風格和獨特

的宗教氛圍。 

  新的釋門道德規範創立了。漢地僧團起初實行天竺《僧祇》、《十誦》、《四分》諸律。天

竺律軌範僧尼的戒條規約詳密而瑣細，但往往與中國的傳統觀念相齟齬。「袒服」違背中夏服

章之禮；「不拜君親」違背「敬王孝親」之訓；「偏食」不合中夏臨床（案）正坐而食之規。

這反映兩種道德倫理的衝突。在長期論辯中，漢地釋門逐漸向中夏的禮制趨近而隨同華俗。

其間，華夏僧團根據僧伽實情，或自立軌範，或刪繁補闕，重建釋門道德文化，成績卓著。

道安在襄陽「三例命章」首創漢地「僧尼軌範」。贊寧說道安僧團「以華情學梵事」「半華半

梵」。「華情」指華夏風習，「梵事」指釋門行事，「半華半梵」是說道安的「僧尼軌範」融攝

華梵。道宣在終南山對《四分律》「刪繁補闕」，制訂《行事鈔》、《教誡新學比丘行護律儀》、

《量處輕重儀》等，為僧團的日常行事詳定行為規範，也為維護僧伽間的尊卑秩序詳定行為

準則。借鑒中夏禮教，充實僧伽儀軌，是道安、道宣重建釋門道德文化的趣向，也是他們創

制成功的原因。 

  新的學術科門──翻譯學誕生了。把古印度文化的結晶佛經律論，由梵文、西域文譯成

漢文，實現其表述文字的準確轉換，是兩大文明的溝通工程。語言文字的差異，文化觀念的

隔膜，使這種轉換形式的探索格外艱難。核心問題是漢譯文既不能偏失經意，又須規範曉暢。

有多少譯者曾在兩難之間徘徊尋覓！東漢支讖、西晉竺法護，蓽路襤縷，初譯有功，前秦鳩

摩羅什卻批評兩人譯經「多滯文格義」。羅什自己也未免被指摘。弟子僧叡說他的譯文「於秦

（漢）語大格」。「滯文」、「大格」指譯文不暢，「格義」指不合經義。又釋道安大師，總結前

期譯經得失，倡「五失本」，主張原經本的某些表達方式，漢譯時應予變通：梵式倒裝句改從

漢文句式；梵文樸質，漢譯須修飾；梵句繁縟，須刪繁就簡；梵經的「義說」無涉宏旨，可

以不譯。總之，以不失經義為前提，充分尊重漢文規範與習慣，是「五失本」的大旨。隋代

彥琮再做譯經總結，提出譯人須「八備」，要求譯人「沉於道術，淡於名利」，「旁涉墳史，工

綴典詞」，「筌曉三藏，義貫兩乘」，「薄閱《蒼》《雅》，粗諳篆隸」等，提倡中華人文精神，

強調兼通華梵。玄奘學貫華梵，東西兼通，號稱「兩全通達」。奘師譯經，「意思獨斷，出語

成章，詞人隨寫」。中夏翻譯學經歷三百多年的艱苦探索，到唐初臻於成熟，大翻譯家玄奘的

出現為其標誌。 

  一門新的藝術──釋門聲業出現了。將天竺「唄匿」轉化為中夏「梵唄」，是中國釋門一

大創造。「唄匿」是梵僧誦唱佛經的聲律和曲調，又稱「梵音」。由於「梵音重復，漢語單奇」，

兩種語言文字的結構與發聲特點不同，「若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適於誦唱拚音



式梵文佛經的「唄匿」，不能用來誦唱象形式漢文佛經，「是故金言（指佛經）有譯，梵響無

授」。中夏釋門經師、唱導和文人樂工，以漢語聲律、漢樂曲調為母體，借鑒「唄匿」的「五

種清靜」意蘊，創造華夏佛音──「梵唄」。曹植為《瑞應本起經》創作《魚山梵》24 契（樂

章），是「梵唄」制聲之始。《魚山梵》的主旋律系曹植得自魚山（在今山東東阿）天籟。對

自然音聲作音樂闡釋，須作曲者的「樂心」去感悟；而創作主體的「樂心」，是由包括傳統音

樂在內的傳統文化所淬造。即是說，創作主體對天籟的感悟無不受傳統文化的制約。曹植的

《魚山梵》，句含「轉讀七聲」、「升降曲折」，正是漢語聲律的特點；復又「清揚哀婉」，乃是

融入了梵音的清靜意蘊。釋門聲業成熟於南朝。都城建康寺院裡，經導名師輩出。他們的聲

業技藝被形容為「象馬悲鳴」、「飛聲高亮」、「運轉無方」。梁‧慧皎為轉讀提出 24 字「至善

要訣」：「壯而不猛，凝而不滯，弱而不野，剛而不銳，清而不擾，濁而不蔽。」宋‧贊寧稱

「梵唄」是「宮商佛法，金石天音」，可按宮商，可合鐘磬。他還把「梵唄」樂聲意蘊概括為

「哀而不傷，樂而不佚」。慧皎和贊寧不約而同，都以華夏審美標準評騭「梵唄」；又都認為

「梵唄」樂聲達到了最高境界──「中和之美」。而「梵唄」樂聲之美又不同於傳統的清商樂，

因為「梵唄」已然融入了「梵音」的「清靜佛性」了。 

  傳統史學衍生出新的分支──釋門史學。釋門史學以僧傳為主，兼含行記、寺記、名山

記等。僧傳體例脫胎自正史紀傳體。梁‧寶唱撰《名僧傳》，將 425 名入傳高僧分繫法師、律

師、禪師、導師、經師等七科，開「分科總傳」體例，實為取法《史記》之「列傳」設循吏、

儒林、酷吏、貨殖、遊俠等九科之例。寶唱自稱治學「豈敢謂僧之董狐，庶無曲筆」。董狐是

戰國時代一位冒死記載權臣惡行的歷史家。寶唱以前代「良史」做榜樣，發揚不曲筆隱惡的

學術道德，難能可貴。慧皎為撰《高僧傳》，搜檢 40 餘家《雜錄》，及晉、宋、齊、梁、秦、

趙、燕、涼諸朝書史，還「博咨故老，廣訪先達」。道宣為撰《續高僧傳》，廣羅南北國史、

集傳、碑碣，「博咨先達」，「取訊行人」，還做實地查訪。這兩位《僧傳》作者同奉司馬遷「畢

集天下遺文古事」、「網羅天下放失舊文」為治學宗範。釋門《行記》則發揚了傳統史學的「行

知」與「實錄」傳統。東晉法顯《佛國記》記載他遊學天竺西域近 30 國的見聞。北魏惠生《使

西域記》記述他在十餘國的見聞。玄奘、辯機的巨著《大唐西域記》，記載近 130 個城邦、地

區和國家，事涉方位、建置、幅員、山川、氣候、宗教、傳說、風俗、農商、貨幣、語言、

文字等。它能夠成為後世研究印度史、宗教史、哲學史、文學史的瑰寶，得益於玄奘、辯機

繼承了中夏史學廣闊的學術視野和「行知」「實錄」的優良傳統。法顯、玄奘、義淨等《行記》

作者們捨命求法的大願大行，不僅是釋門「精進」品格的發揚，更是華夏「自強不息」民族

精神的光大。 

  佛經漢譯帶來許多新詞匯新概念，豐富了漢語漢文。它推動傳統的語言文字學朝兩個方

向拓展：梵文研究和經音義研究。義淨編撰《唐梵語樣》即梵漢字典，《梵唐千字文》即梵文

識字課本；智廣編《悉曇字記》即梵文字典。唐朝僧俗在學梵文熱潮中認識了遠方一個陌生

世界。經音義研究一承傳統「小學」的學術範式，並以《爾雅》以來的學術積累為基礎。難

怪經音義的大學者都精通「小學」：初唐玄應「明唐梵異語，識古今奇字」，道宣稱贊他「字

學之富，皂素所推」，學識淵博，學風嚴謹。中唐慧琳「精於支那音韻」，熟諳諸子百家書，

著《一切經音義》，釋文含三藏 1300 部。《音義》收入前人之作均具原作者名，表示對前輩成

果的尊重，展示了中夏優良的學術道德傳統。 



  佛教信仰是人類智慧之樹綻放的美麗花朵。佛教精神活動要求信仰者高翔冥想之翼。每

位皈依者的信仰意識，無不潛藏著文學藝術的創造因子。以文字出之，是為文學；以丹青妙

相出之，是為繪畫雕塑；以音聲與形體的宮商律動出之，是為樂舞。漢譯佛經為華夏文學釀

造新的文體、帶來禪慧意緒；天竺西域的美術舞蹈，為傳統繪畫、雕塑、音樂、舞蹈，帶來

新題材、新技法、新的形體語言、新的律動美韻。然而釋門文學作品與藝術具象的創造，又

滲透著華夏民族的人文精神和文化特性。 

  劉宋建康龍光寺寶林，為勸化信眾除愚執皈三寶，寫《檄魔文》，賦佛教的抽象概念以具

象：他將「真」「慧」人格化為「法王」，將「愚」「執」人格化為「天魔」；寫「神魔交戰」，

比喻心靈的「慧」「執」互攖；寫法王的「禪弓」「慧箭」破除天魔「無明之陣」、「矯慢之幢」。

弘教的文學手法何其漂亮，而他採用的文體，卻是傳統的半駢半散。 

  佛教繪畫與雕塑，通過具象喚起信眾的信向，故其作品既要有「神性」又要有「人性」。

新疆古寺址出土的早期繪畫雕塑作品中的釋迦、弟子、眾神，高鼻大眼，絡腮鬍捲髮，服飾

也是外域的，一派異國情調。這樣的作品就不會被中夏信眾認同。中夏的僧俗美術家，用傳

統美學觀和文化觀，對外來佛教美術進行審讀、鑒別；以華夏社會眾生與生活，做為創作源

泉，吸收有益的技法，改造異域情韻，創造出具有民族風格的佛教美術大系。綜觀中夏佛教

美術的新創造，可大致概括為：聖化以營造佛陀的莊嚴靜穆之美，詩化以營造菩薩、飛天等

典麗靈動之美，誇飾以營造天王、力士、魔鬼等乖張獰厲之美，寫真以營造眾生樸質真實之

美。 

  佛教還為華夏增添了新的歲俗。西晉竺法護譯《盂蘭盆經》，說目連得佛囑咐，在七月十

五日將百味飯食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其亡父母、七世先祖「得出三塗之苦，應時解脫」。於

是從南朝起，先是民間後是宮廷，每年七月十五日「歌鼓送盆」供佛，設祭先祖神座，有了

盂蘭盆節。道教《大獻經》抄襲《盂蘭盆經》，以七月十五日（中元日）為中元節。佛傳故事

傳入中夏，人們將佛成道日（十二月八日）與傳統的「臘日」（冬至後第三個戌日，在十二月

上旬）融合一體，稱「臘八」。唐代敦煌佛寺每年「臘八」用酥油做「藥食」，紀念奉乳糜給

悉達太子，幫助他恢復健康而樹下得道的兩位牧牛女。宋代以後，農本文化滲入「臘八」節

俗，五穀和乾果取代酥油藥食，演變為年終慶豐的「臘八粥」。 

  在中國的中古時代，由佛教傳入而引發的這一場中華文明的變革，通過融攝古印文化的

精華而豐富了中華文化；同時也顯示了中華文明具有護守本根、博採眾長、生生不已的卓越

品格。在人類的四大古文明（埃及、巴比倫、印度、中國）中，其餘三大文明都中斷了，惟

有中華文明綿歷數千年，從未中斷，且能衰而復振。之所以如此，文明的品格為重要原因。 

 

 




